
中学校长：我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和忧虑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三十周年大型论坛在华东师大闭幕。

论坛期间，“如何落实办学自主权”成为多位教育界专家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简政放权”、

“管办评分离”等词被频频提及，专家们普遍表示，迄今三十年尚未解决的办学自主权问题，

迫切需要早日解决。  

中学校长：时常感觉自己不是校长而是官员 

    “我为自己的校长身份感到尴尬，并对此感到忧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附属

外国语学校校长林卫民的感慨，引发了现场众多校长的共鸣。林卫民表示，时常感觉自己不

是一名校长，而是一个官员，必须时刻讲很多很多的行政规则。 

 

    在林卫民看来，上级主管部门对校长的要求，和源于自身作为校长内部的核心责任其实

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上级更需要学校做些能为政绩添彩的新鲜事；民办学校除了上级管

理层还有一个管办层，希望你尽快创造财富，而并不仅仅关注学校内部的核心责任。”他说，

校长作为一种职务，执行上级指令就成了一种行为习惯；但是，校长作为一种职业，又必须

要完成教育使命，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生命成长，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存现

实，用基于信任基础上的高期望值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并肯定学生的成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教授刚刚完成一项调研，他发现：关于当下学

校教师的绩效工资，校长并没什么权限进行调节，不管一个老师做得好或不好，学校都没有

办法通过经济手段来给老师以调整以奖惩，为什么？因为工资由专门的财政部门人员来管，

“除此之外，学校招聘一个教师也不是学校说了算，而是人事部门通过统一的规范化考试选

拔，把教师分配到你这个学校来。问题来了——我们一直讲办学自主权，那我们的办学自主

权到底在哪里？” 

 

大学校长：自身角色只是“政策执行者” 

 

    中小学校长如此，大学校长又有多少办学自主权？答案同样不容乐观。国家教育宏观研

究院副院长阎光才说，目前的现实就是：法律明确下来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没有真正得以落

实，至少在经验或直观感受层面，无论是高校领导还是教师，似乎都有苦难言。 

 

    他以浙江林业大学一项对我国“211”大学校长的调查报告分析说，当下大学校长们对

自我角色的认知是：虽然仅仅只有 8.5%的校长认为自己应该是政策执行者，但 34.2%的校长

承认，他们目前的实际角色就是政策执行者。 

 

    “我们来看一份某省属拥有博士授权点高校 2012 年的行政公文统计，当年来自各级政

府公文总量 1167 件，其中指令性 521 项，占 45%；指导性 259 项，参阅性 387 项……当年

接受党政机关检查、考核、评比共 61 项 68 次。”阎光才不乏同情地说，太多校长普遍为来

自行政的压力感到焦虑，认为要应付的无关学术，杂务太多，来自行政琐碎事务所带来的压

力太大。 

 

解决办法：通过法律进一步界定政府与高校权责 

 

    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主要症结究竟在哪里？阎光才分析说，当下的现实是政府总在声



言上甚至法律中所明确的放权，在现实中却常常是欲放还收，不敢放、不愿放和不好放；学

校想要权，但是就是给了一点也未必敢用和愿用，甚至干脆不能用，“譬如招生自主权，指

标政府控制，选拔方式给开了一点口子，结果又因为太多复杂因素卷入而不愿用。” 

 

    阎光才还提到，1990 年后，政府越来越强调引入一种带有市场逻辑的竞争性专项经费

拨款制度，为了获得实惠或者为了迎合各种评估考核的需要，高校的办学自主乃至教师教学

研究自由空间反而被大大压缩。“政府有依法对高校实施问责的权力，但高校也有依法和依

章程拒绝不当权力干预的权力。”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简政放权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总体设计，二是具体

措施，放权的同时还要分权，放权要放到市场、放给学校，政府不是放之不管，而是加强内

部治理结构，让学校通过学术委员会完善内部结构，政府也不是放权就完成任务了，而是要

建设法制政府，做好信息公开，标准制定。  

 

    阎光才认为，目前落实高校自主权最为紧要的事项是：推动对相关教育法律文件的修订，

然后据此对不合法律的相关规章与政策进行清理，比如我国没有《大学法》，而目前的《高

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大多条款太过于原则性，对政府与高校权责的界定不够明晰、

具体，也缺乏相关程序规定，有必要进一步补充相关细则以强化其可操作性。另外，法律有

必要对政府相关政务、高校相关校务公开予以清晰说明，因为阳光与透明是最好的监督。 


